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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批评到历史认识
———宋至清关于三国正统书写者的评论转向

周 积 明

［摘　要］自西晋陈寿作《三国志》以魏为居正，孰为三国正统，历代争执不休。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出，

尊刘反曹之正统观深入人心，方为《三国志》以来的三国正统之争划上句号。《三国志》以降，三国正统说虽

众，但“皆自善其所见”。惟宋明以来“尊蜀”论者往往对陈寿、司马光为代表的“尊魏”书写者加以道德谴

责，斥责他们妄肆私意，崇伪黜真。清代虽延续前代三国正统论中道德批判的余绪，但学术界主流意见却

更多地秉持“设身处地”的立场，将三国正统论者置于其身处的历史图景中加以分析。这样一种转变在思

想史上的背景是宋明之学与清学的分野，前者高举纲常伦理旗帜，论事论人论史皆以道德裁判，以伦理为

标准。后者以平恕为立场，强调“以我之情絜人之情”，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从而标志着史学思想、史学认识

的深化和成熟。从全球史的背景上观看，这样一种转变又与１８世纪以降西方史学思潮从道德批评转向历

史主义的动向不谋而合，这种东西方史学思潮的共趋性为史学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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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汉宋之争”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内涵上尚有深究的空间①，但宋人之学和清人之学的学术
思想走向呈现为不同形态是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清人之学与宋人之学在理与
礼、理与气、义理与考据、理与欲等核心问题上的分歧，对两者在历史认识论范畴中的歧异却少有注
意。而宋明学术界与清代学人对三国正统论者的不同历史解释恰可提供这样一个观察点。

一　三国正统之争的流变与宋明学术界对“尊魏”书写者的道德批评

正统之说始于《春秋》之作，其后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所谓正统，即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
性，而所谓正统之争，虽然争论的是历史上的正统归属，内心的关怀却是本朝的正当性、合法性②。中
国古代的“正统”，并非一个凝固的概念，最早的“正统论”主要是在时间观上讲帝位更替的合法性问
题，即所谓“正闰之辨”。至欧阳修《正统论》出，“正统”拓展内涵，以“居正”和“大一统”为标准。“居
正”内涵复杂，或为族群之正宗，或为血缘之正宗或为行仁政、王道。“大一统”则与是否拥有更广大的
领土直接相关。各朝各代的儒者或根据自身的正统理念或根据本朝的情势选择不同的“正统”标准，
由此引发聚讼不已的“正统”之争。

在中国古代正统论中，关于三国正统的争论是焦点之一。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晋初立国
后，面临统纪继承之问题。“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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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魏统耳”①。其后，陈寿“纠合三国史，著《魏》《蜀》《吴》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②。《三国志》以
“纪”统魏史﹐以“传”载蜀、吴之史，“则固以魏为居正矣”③。东晋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于三国之
时，蜀以宗室为正”④。唐人刘知幾称：“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
顺逆之理耳。”⑤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年），宋太宗命李昉等编修《太平御览》。该书于“皇王部卷十八”记载“魏
太祖武皇帝”事迹，“偏霸部卷一”记载“蜀刘备”事迹。“皇王”与“偏霸”之划分，呈现其时君臣的三国
正统观念。景德二年（１００５年）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杨亿、孙奭等编修历代君臣事迹，诏题名《册府
元龟》。王钦若等于《闰位部总序》中论三国史事谓：“建安失御，三国分峙，魏文受山阳之禅，都天地之
中，谓之正统，得其宜矣……刘氏虽为孝景之后，有季汉之称，盖以《赤伏》之数已尽，黄星之兆又彰，不
足据矣。”⑥其后，欧阳修撰《正统论》，称：“魏之取汉，无异汉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统者，汉
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晋尝统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则魏进而正之，不疑。”⑦继之，司
马光着手编撰《资治通鉴》，“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虽然司马光申
明：他取这些年号，不过是“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
之辨也”，但实际上召是把曹魏纳入汉以降的正统体系。

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１１２７年），宋室南渡，是为南宋。屈居江左，朝廷与士人的文化心
态和历史观念发生变化。三国正统归属亦随之转移。孝宗乾道年间，张栻著《经世纪年》与《汉丞相诸
葛忠武侯传》，推翻司马光之曹魏正统说，谓：“近世钜公（指司马光）作史书编年，乃以魏年号接汉献之
统，故其所书名不正而言不顺。予谓献帝虽废，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武侯辅之，汉统未坠也。”又称：
“汉献之末，曹丕虽称帝，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不改汉号，则汉统乌得为绝！故献帝之后，即系昭烈年
号，书曰蜀汉。逮后主亡国，而始系魏。”⑧继之，朱熹因病司马光《通鉴》“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
安者”，作《通鉴纲目》。《朱子语类》卷１０５记载朱子与客对话：“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
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履冠倒置，何以示
训。”⑨三国正统之归属再次摆动到“正蜀伪魏”一边。

当朱熹著《纲目通鉴》为蜀汉正名时，金朝的赵秉文亦著《蜀汉正名论》，宣称：“先主、武侯有公天
下心，宜称曰‘汉’。汉者，公天下言也。”�10其后，杨奂著《正统八例》，以为“昭烈帝室之胄，卒续汉祀”，
必当与以正统�11。郝经著《续后汉书》，“正陈寿帝魏之谬”�12。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出，清人毛宗岗《读
三国志法》开宗明义，指出《三国演义》之要旨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
何？蜀汉是也。”�13尊刘反曹之正统观遂深入人心，为《三国志》以来的三国正统之争，划上句号。

中国古代的三国正统论是一个多声部的声音嘈杂的大合唱。在“尊魏”的同时有“正蜀”的意见，
在“尊蜀”的同时有“尊魏”的发声。如欧阳修否定蜀汉政权的正统性，其宾客章望之著《明统论》反对
欧阳修“进魏”“以为魏不能一天下，不当与之正统”。当苏轼为欧阳修辩护，“夫魏虽不能一天下，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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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亦无有如魏之强者”，故必须“与之统”①，而民间在听“说话”时已是“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
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②。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其助手刘恕加以质疑：三国时期，“以势力相敌，
遂分裂天下”“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哉”“魏不能混一四海，不得用天子法”③。因此，中
国历史上的三国正统论不是单线式的正魏－正蜀－正魏－正蜀，而是复线性的、交错性的。在这复合
型的合唱中，既蕴含着政治权力的意志，也寄托了士人乃至民众对理想政治的愿望，从中可以解析出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诸多内容，绝不可如梁任公所认为的“千余年来，陋儒龂龂于此事，攘臂张目，笔
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④，视其为毫无意义的争论。

然而，唐宋以后的“尊蜀”论中，有一日益强大的主流倾向，即对陈寿等“尊魏”书写者加以道德谴
责。唐初编纂的《晋书》在《陈寿传》中曾记载巴蜀地区流传陈寿的二事，一是“丁仪、丁廛有盛名于魏，
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二是“寿父为马谡参军，谡
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为此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⑤。刘知幾在《史通·曲笔》
中据此指斥“陈寿借米而方传”，史德有污，因此，“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
人”。其词可谓严厉。如果说刘知幾对陈寿的否定是因为他笃信了“陈寿借米而方传”的流言，那么，
宋以后对陈寿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尊魏”论者的批判，则在思想脉络上大不一样。

北宋时虽有《资治通鉴》将“魏”纳入正统序列。唐庚却在《三国杂事》序中，为“蜀”正名，称：“刘备
父子相继四十余年，始终号汉，未尝一称蜀。其称蜀者，俗流之语耳。陈寿黜其正号，从其俗称，循魏
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则其所书善恶褒贬予夺，尚可信乎！”⑥对《三国志》的善恶褒贬
予夺予以全盘否定。“《通鉴》帝魏，朱子修《纲目》改帝蜀，讲学家以为申明大义。”⑦自此，对陈寿的道
德批判更加激烈，“无不是凿齿而非寿”⑧。周必大在《续后汉书序》中称：陈寿身为蜀人，徒以仕屡见
黜，又为诸葛所髡，于刘氏君臣，不能无憾。著《三国志》，以魏为帝，而指汉为蜀，与孙氏俱谓之主。设
心已偏……私意如此，史笔可知矣⑨。高似孙在《史略》中称《三国志》“黜正号而从流俗”“史之公法，
国之正统，辄皆失之，则其所书尚可信呼”�10？黄震在其《黄氏日钞》中言：“何物鬼魅，窃弄史笔，谓贼
为帝，而谓帝为贼；且黜汉之号而蜀其名。彼小人兮，独何所据而以蜀名之乎？”�11萧常称：“彼妄肆一
时之意，盖莫如《三国》之书。”“徒知崇伪而黜真，宁识尊王而贱伯？”�12“崇伪而黜真”乃史家大忌，“尊
伯而贱王”则是纲常名教之大忌。

明代一如既往承袭南宋道德批判之习抨击陈寿与司马光。张吉《纲目发明辨》称：“陈寿之帝曹
丕，陈寿之罪也；《通鉴》因而不改，司马公之失也；《纲目〉》特笔改定，此乃朱子所以扶天经正人纪，以
杜后世篡窃之源，天下古今之大义也。”�13他又有诗云：“笔诛陈寿恨不早，误彼温公帝魏心。”�14谢陛著
《季汉书》，其《自序》称：“陈寿既嗛诸葛责辱之仇，复阿司马继统之旨，遂夷孝献以帝曹操。历纪五世，
贬汉为蜀，从而寇之。涑水祗缘先世典午之后，因循不改。”陈寿“为此悖史”“永遭后世之弃捐”�15。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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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庚：《三国杂事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８６册，第１４页。

纪昀等：《通鉴问疑》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８６册，第１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三国志》条，第４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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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和王图为《季汉书》作序，莫不厉词指责陈寿“悖乱纲常”。叶向高曰：“陈氏徒以魏、晋相承之故，
乃使其正帝号、承汉统，偃然得附于神明之祚。而涑水复以其私，伸魏而抑汉，史家谬戾，至此极
矣！”①王图说，《三国志》之作，“使后世懵然于嫡庶之辨，而因以开夫乱臣贼子窃钩问鼎之谋，则寿实
为戎首矣”。又言：“夫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丕、权僭王，于法决当讨。陈氏阿贼党逆，擅更正统，
其所著伪史，于法决当黜。”②

唐以来对陈寿包括司马光的种种批判均聚焦于“私意”二字。批判者立足于道德高地，以“史之公
法”为思想武器，使三国正统之争具有强烈的道德批判色彩。这样一种情势至清代悄然发生变化。

二　《四库全书》提要中三国正统论从道德批判转向历史认识的轨迹

清代三国正统论当然不可能割断与历史上道德批判思潮的脐带，尤其是在《通鉴纲目》后官方以
蜀汉为三国正统的背景之下。顺治间贡生黄中坚批评司马光“平时教人以诚为主，而于此顾欲以私见
欺后世，吾见其诚之未至也”③。雍正间赵作羹著《季汉纪》称：“陈氏作《志》，侪汉于吴、夷为列国。尊
魏为正统……阿私丑正，蔑人纪如弁髦也。”又斥陈寿“悖古乱常，小人之尤。以《春秋》诛心之法绳之，
恐不免于圣人之刑书也”④。

宋元以来的三国正统之争中，郝经的《续后汉书》是一部重要著作。郝经，元泽州陵川人，字伯常。
应世祖忽必烈召入王府，条上经国安民之道数十事。及世祖即位，为翰林侍读学士。中统元年（１２６０
年），使宋议和，被贾似道扣留，居真州十六年方归。旋卒，谥文忠。郝经自弱冠便因不满陈寿所修《三
国志》“统纪紊乱，尊魏抑汉，后世不公之甚”，有“他日必当改作”之志。后见朱熹《纲目通鉴》，深为叹
服，但却以为“《纲目》虽夺魏统与汉﹐然一代完书终未改正”。至元八年（１２７２年），郝经于被拘真州
期间完成《续后汉书》，其宗旨乃“奋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域，破懿昭之城府；明道
术、辟异端，辨奸邪、表风节，甄义烈”⑤。乾隆帝对郝经其人与《续后汉书》高度重视，作《御题郝经〈续
后汉书〉》。诗中，乾隆帝称赞郝经“久羁宋地，仗节不屈”，与苏武在匈奴娶妻生子，“不可同日语”，并
阐述他的三国正统观与对郝经《续后汉书》的评价说：“陈寿《三国志》帝魏寇蜀，论者非之然。司马光
作《通鉴》尚不能订其误，至朱子作《纲目》始为改定。经所著《续后汉书》独以蜀汉绍炎刘正统，其识甚
正。”对比陈寿与郝经，乾隆帝称，“陈寿宁称史笔人，续之尊汉见诚醇”，更以“学术忠诚孰可齐”一语作
为郝经之定评⑥。在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上谕中，乾隆帝更直斥曰：“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
《三国志》多存私见。”⑦

《四库全书》之编纂，“与历代官修之本泛称御定者迥不相同”“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
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权衡独运，衮钺斯昭”⑧。乾隆帝之《题郝经〈续后汉书〉》便冠
于《四库全书》郝经之《续后汉书》前，以示“圣意”。《四库全书》“进表”在陈述当四库馆臣“辨妍媸而莫
决”，最后“仰禀天裁”的诸多重大问题时，有曰：“正统明尊，存纲常于西蜀”，可谓关于三国正统归属的
官方定论。《四库全书》提要虽持“正蜀伪魏”的正统观，却并未奉旨跟随乾隆帝对陈寿的“宁为史笔
人”的讥评加以发挥。观其提要撰写过程，可见一个从对陈寿加以道德批判到对三国正统归属论进行
历史解释的微妙过程。《四库全书》提要的撰写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二
月，清高宗诏开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五月初一日，又下谕：“著于《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
《荟要》。”根据清高宗的指示，《四库全书荟要》于乾隆三十八年夏天开始编纂，至乾隆四十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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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向高：《季汉书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３０册，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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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荟要》修成，次年，第二分《荟要》修成①。“荟要”所收录各书，“每书前皆有提要，以括书中大
旨”。蒋庆柏认为，《荟要提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主要是纂修官撰写的提要稿，一部分来源于文渊阁
《全书》提要。《荟要提要》“更接近分纂稿”，在分纂稿与《总目》之间起有“过渡作用”②。

在《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中，《三国志》提要对陈寿有一个简略评价：“寿以晋承魏统，故不以统
与蜀，其识逊于习凿齿。”③将陈寿的“正魏伪蜀”与习凿齿的“正蜀伪魏”归结为“识见”高下，既是对乾
隆帝“陈寿宁称史笔人”旨意的贯彻，亦是一种道德评判。其后，《文溯阁四库全书》与《文津阁四库全
书》的《三国志》提要，沿袭《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的评论，亦称：“寿以晋得国于魏，故不以统与蜀，
其识逊于习凿齿。”④三则提要显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文渊阁四库全书提要》和《四库全书总
目》中的《三国志》提要却文字全不相似。两者皆言：“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
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
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
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
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
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⑤

和《四库全书荟要提要》《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指责陈寿因识见逊于习凿
齿而尊魏为正统不同，《文渊阁四库全书提要》和《四库全书总目》以理、势相对立的言说，提出自己的
观点。所谓“理”，即以纲常名教为旗帜的正统理论。所谓“势”，即左右历史的态势、趋势、情势。在
《四库全书总目》的诸多论述中，“理”在政治上正确但却苍白，“势”是一种比“理”更强大更不可违抗的
趋势，诚如《存治篇》提要所言：“时势既非，虽以神圣之智，藉帝王之智，亦不能强复。强复之，必乱天
下。”⑥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以“理”与“势”来论史论事之提要多处可见。如《文章正宗》提要称：“徳
秀虽号名儒，其说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岂非不近人情之事终
不能强行于天下欤？！”⑦《濂洛风雅》提要称：“以濂、洛之理责李、杜，李、杜不能争，天下亦不敢代为
李、杜争。然而天下学为诗者，终宗李、杜，不宗濂、洛也。此其故可深长思矣。”⑧《诗谭》提要称：“以
讲学为诗家正脉，始於《文章正宗》。《白沙》《定山》诸集，又加甚焉。至廷秀等，而风雅扫地矣。此所
谓言之有故，执之成理，而断断不可行於天下者也。”⑨这些提要以明白无误的语言指出，那些“卓然有
理”“言之成故、执之成理”、不能争也不敢争的“理”是完全无力对抗“一动而不可止”的“时势”的。在
《三国志》提要中，四库馆臣以相同立场对“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之论加以解构：虽然陈寿之
“尊魏”在纲常名教上有无可辩驳的谬误，但陈寿与习凿齿之所以所奉正朔不同，是因为西晋和东晋的
政治格局政治脉络不同，在不同的“时”与“势”下，陈寿与习凿齿，北宋诸儒与南宋诸儒必然发出不同
的声音，表达不同的话语，因此，陈寿尊魏和习凿齿尊蜀，绝不是识见高低的问题。而是“时势”的作
用。四库馆臣由此作出精彩论断：“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所谓“当论其世”即在具体历史
环境和时势下讨论问题，而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加以衡量。当然，《四库全书总目》的这样一种解释
过于简单，并未穷尽三国正统论不同主张的复杂原因，无法回答欧阳修与章望之、司马光与刘恕为什
么都处于同一时代，却并未因北宋之格局发出同一声音，但无论如何，《四库全书总目》的《三国志》提
要，与此前的《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乃至乾隆御题诗与上谕对陈寿的讥讽、指斥比较，无疑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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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历史主义①的眼光和观念。
《四库全书》阁书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应相同。所谓“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

目”。但各阁书前提要之间，由于完成时间不一，再加上缮校人员敬业程度不一等诸多原因，本来就存
在不少差异。阁书完成后，四库馆臣仍不断修改提要，加以锤炼完善。而阁书也在后来一再经过复查
抽换，如纪昀亲自带领有关人员两次对《文津阁四库全书》全面复查，陆锡熊也两次前往校核《文溯阁
四库全书》，但由于工程浩繁，往往顾此失彼。于是出现《文溯阁四库全书》与《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三
国志》提要相同，《文渊阁四库全书提要》和《四库全书总目》的《三国志》提要一致的情形。应该说，文
溯阁、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荟要》的《三国志》提要，反映了它们更接近分纂稿的较为原
始的面貌，体现了传统三国正统论中道德批评的脉流；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提要》和《四库全书总目》中
关于三国正统史观的“当论其世”的评述则体现了《四库全书总目》经纪晓岚“笔削考核、一手删定”后
体现的较为成熟的历史观②。

三　清代学人对三国正统观的历史解释

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对艺术家、艺术作品与时代的关系有一个精彩的比喻。他说：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
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③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
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
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四库全书总目》同样如此，它关于三国正统史观的“当论其世”
的历史解释，也不是孤立的，在它身后和周围，也回响着同旋律的齐声合唱。

康熙年间，朱彝尊著《陈寿论》，开篇即言，“陈寿良史也”，一反历代对陈寿的评价。继之，朱彝尊
对《晋书》以来流传的陈寿“索米”说与“轻诸葛亮将略”说加以考辨，开为陈寿一洗冤词之先河④。他
进而指出：陈寿“齐魏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以明魏不得为正统，其说拔乎流俗之表”。又登载刘备
“王汉中、即帝位”时，“群臣请封之辞，劝进之表，告祀皇天土之文”“大书特书，明著昭烈之绍汉统予
蜀，以天子之制”“以见良史用心之苦”。这是清代第一篇为陈寿翻案的大文章。他更对三国史观的不
同主张作出历史主义的解释：“《纲目》纪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后得统之正，然百世之下可尔。其在当
时蜀入于魏，魏禅于晋，寿既仕晋，安能显尊蜀以干大戮乎？”据其所论，以蜀汉为正统，是百世之下方
可获得认可的观念，在陈寿仕于晋，而“魏禅于晋”的处境下，如果陈寿尊蜀，将招来戮身大祸。为此，
他感叹“书曰：责人斯无难”。前人对陈寿的指责“未得其平”⑤。

继朱彝尊后，翟灝的论述进一步展开。据梁同书《翟晴江先生传》：“晴江翟先生，名灝，字大川，后
改字晴江。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官金华、衢州府学教授。”⑥梁章钜《退庵随笔》卷
十六载：“翟晴江曰：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蜀。习凿齿《汉晋春秋》，继汉而越魏。非其识有高下也，
时也。陈撰《志》于晋武受禅之初，晋受魏禅，魏之见废，蜀已破亡，安得不尊魏？习著《春秋》于元帝中
兴之后，蜀以宗室而存汉緖，犹元帝以藩庶而复晋统，安得不尊蜀？司马公《通鉴》，作于北宋受周禅
时，安得不以魏为正统？朱子《纲目》作于南渡偏安之后，安得不以蜀为正统？陈与习，司马与朱子，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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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一词通常在两个意义上为人们所熟知。一个是传统历史主义，伊格尔斯把它概括为：“试图重新创造‘真实发生
的’（ｗｉｅ　ｅｓ　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　ｇｅｗｅｓｅｎ）过去，并再次体验一个历史场景的独特特点”。一个是波普尔定义的历史主义，在他的概念
中，历史主义被严格地限定为历史决定论，其意谓“历史的行程遵循着客观的必然规律，因而人们就可以据之以预言未来”。

亦即所谓历史决定论。本文的“历史主义”之概念，是传统历史主义。

这一问题仍然存在疑惑，《文津阁四库全书》是北方四阁中最后完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已有三年之久，

且纪晓岚曾两次校核《文津阁四库全书》，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当有所补正。但《文津阁四库全书》和《文渊阁四库全书》的
《三国志》提要完全不同，是纪晓岚的复查工作的疏忽，还是隐含着其他玄机？只能俟他日更为专门的研究。

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１～１２页。

自朱彝尊为陈寿辩诬后，杭世骏、王鸣盛、赵翼、潘眉、尚镕、俞正燮等相继跟进，对朱氏之论或阐发或补充。此说基本廓清。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九《陈寿论》，《清代诗文集》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１６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第４５９～４６０页。

梁同书：《频罗庵遗集》卷九《翟晴江先生传》，清嘉庆二十二年陆贞一刻本。



地则皆然。”①梁章钜之转述中，翟灝强调陈寿和习凿齿之所以持不同的三国正统论，其根本原因不在
“人”之史识，而在于“时”的趋势。陈寿所在的西晋，承魏之统，当然在叙三国史事时以魏为正统。习
凿齿是东晋人，晋元帝司马睿系以藩庶而复晋统，其情势与蜀国以宗室而存汉緖相似，习凿齿自然以
蜀为正统。司马光与朱熹身处情况分别与陈寿和习凿齿相似，这也是他们或尊魏为正统或奉蜀为正
朔的原因，如果把陈寿与习凿齿，司马光与陈寿互换时代，他们也会持不同主张。其论充满历史感。
值得注意的是，翟灝批评的陈寿主尊魏、习凿齿主尊蜀乃因“其识有高下”的观点，正体现于《四库全书
荟要提要》以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中。翟灝卒于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
年）②，《四库全书荟要提要》第一份修成于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五月，在此十年间，《四库全书荟要
提要》稿本很有可能已经在学术界流传，因此，瞿灏的议论或有相当的针对性。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亦即《四库全书总目》刊印同年，赵翼完成《廿二史劄记》初稿③，其中《三国
志书法》篇曰：“（陈）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迴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
也。既欲为晋迴护，不得不先为魏迴护”。“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此陈寿仕于晋，
不得不尊晋也。”④其论如同《四库全书总目》，从陈寿身处之世来揭示他“欲为晋迴护，不得不先为魏
迴护”的原因，而不是以识见高低来作出评判。

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文德篇》。章学诚言：“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
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而古今之讥
《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
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
“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⑤其大旨同于翟灝、《四库全书总目》与赵翼，从“时”与“势”
来分析三国正统论不同声音之原因，更讥讽《四库全书荟要提要》以“识力高下”来解释主魏与主蜀的
说法。

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年），钱大昕为其弟钱大昭《三国志辨疑》作序。序文开篇即称：“陈承祚《三国
志》，创前人未有之例，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他进而为陈寿辩护，称：“魏氏据中原日久，而晋承其禅。
当时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久矣。自陈承祚书出，始正三国之名。”这是陈寿为蜀保存历史，恢复
历史记忆的第一功。他又指出，《三国志》“先蜀而后吴，又于《杨戏传》末载《季汉辅臣传》，亶亶数百
言，所以尊汉殊于魏吴也，存‘季汉’之名者，明乎蜀之实‘汉’也。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不过因其意而
推阐之”。据其所言，习凿齿之“尊蜀论”实际上是对陈寿《三国志》中“尊蜀”线索的掘发和推阐。钱大
昕又批评“后之论史者”的“右习而左陈”之说，称他们是“好为议论而未审乎时势之难易”“夫晋之祖宗
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灭，晋实为之”。陈寿不得不尊魏。“考亭生于南宋，事势与蜀汉相同，以蜀
为正统，固其宜矣。”这些言论和《四库全书总目》“当论其世”的意见遥相呼应。更富有深意的是，钱大
昕评论陈寿身处的政治文化环境说：“吴蜀既亡，群然一词，指为伪朝，乃承祚不唯不伪之，且引魏以匹
二国，其秉笔之公，视南、董何多让焉！其君臣度量之宏，高出唐宋万万，岂非去古未远，三代之直道犹
存，故承祚得以行其志乎？”⑥朱彝尊认为，身处西晋的陈寿如果不尊魏，有可能遭受“大戮”之命运，钱
大昕则认为，西晋君臣“度量之宏”高出唐宋万万。在群然一词指吴蜀为伪朝的情况下，晋武帝对陈寿
“不唯不伪”蜀，“且引魏以匹二国”的《三国史》著述并不以为忤，张华（茂先）还因为欣赏陈寿之才华，
“欲以晋书付之”。钱大昕为之感叹，以为“三代之直道犹存”。联系钱大昕在《李静叔传》中引述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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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一六，道光刻本，第４页。

瞿灏著，汪少华点校：《瞿灏全集》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页。

王树民曾言：“书前有小引，作于乾隆六十年三月，乃初稿完成时间，曾刊板行世，其助手李保泰序文作于嘉庆五年（１８００），钱
大昕序文亦在嘉庆五年，是为全集所收之本，内容有明显增补，如明史部分，自明祖本纪以下二十二日为初刻本所无，当作于
此数年之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前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１页）据此可见，《三国志书法》

当为初版中之作品。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第１２１～１２２页。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６０页。

钱大昕撰，吴友仁校点：《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００页。



叔之语：“唐诗于本朝事每无所忌讳。”“至白乐天为乐府讽时政，遂召入翰林，唐诗所以不可及者，岂独
字句之工哉！”①可见他对宽松政治环境的向往，而“秉笔之公，视南、董何多让”之评语和乾隆帝“陈寿
宁称史笔人”的讥讽全然相悖。

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张宗泰之《鲁岩所学集》雕刻成编。张宗泰自述：“平日尝究心《四库全书
提要》”，但其《通鉴论正统闰统》一文却在三国正统论上提出与《四库全书总目》不同的见解。张宗泰
说：“帝魏帝蜀，纷纷聚讼”“论者谓温公为北宋臣子，北宋建邦中土，其国势类乎魏，故温公著《通鉴》，
以魏为正统；朱子为南宋臣子，南宋建邦江左，其国势类乎蜀，故朱子作《纲目》，以蜀为正统。”这是《四
库全书总目》与章学诚等清代学者较为一致的说法，但张宗泰却以为：这些评述“其实亦未尽然也”。
他的看法是：“魏受汉禅，晋受魏禅，时代相承，而以正统归之，谁曰不宜？又况魏之地大兵强，据天下
十分之七八，一切条教号令，皆自主出，温公之帝魏，亦酌量乎情事之轻重，以定予夺之准，而非必为符
合本朝起见也。至蜀之为国，僻在一隅，声教不通于中邦，似与帝统无与矣。然昭烈为中山靖王之裔
胄，民心不忘汉室，昭烈能延汉祚，以蜀为正统，亦天理人心之不容泯没者，而何可厚非也？”历来蜀汉
正统观之争的焦点：禅让正统观、大一统正统观、血缘正统观在张宗泰这里各不相悖，都具有合理性，
因此，他的论断是：“总之，帝蜀帝魏，均有一说之可通，正不必非承祚而是彦威，亦不必右朱子而左温
公也。”②这个观点比起《四库全书总目》与其他清代学者强调因“时”“势”不同而持不同正统论的分析
更为通达。

清代学人关于三国史事正统观的评论，在梁启超的《新史学》中也有发挥。梁启超说：“自古正统
之争，莫多于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
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晋，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
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凿齿时，则晋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说，而仍沿都邑，则刘、石、符、
姚正，而晋为僭矣。凿齿之正蜀，凡亦以正晋也。其后温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温公生北宋，而朱子生
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与晋之篡魏宅许者同源。温公之主都邑说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
宋与江东之晋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说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盖未有非为时君计者也。”③和乾嘉
学人略有不同，梁启超把三国正统之争释为主都邑与主血胤之争，但同样指出：“其议论之变迁，恒缘
当时之境遇。”这是三国正统归属解释“论其世”的梁氏版。他更强调，无论哪种正统说，“未有非为时
君计者也”，则是乾嘉学人不可能具有的政治批判意识。

四　从宋明到清代三国正统书写批评转向的思想史背景

宋明与清代的主流舆论场虽然同持“尊蜀伪魏”的正统观，但对“尊魏”者的批评路向大相径庭。
宋明学者论三国正统论，对尊魏者尤其是陈寿“肆口骂詈”，多加激烈的道德批评，指责他“循魏晋之私
意，废史家之公法”。“窃弄史笔”“妄肆一时之意”“崇伪而黜真”“史家谬戾，至此极矣！”甚至以“小人”
“鬼魅”相称，有“笔诛陈寿恨不早”之咬牙切齿。在他们看来，“尊魏抑蜀”的主张，是来自于陈寿等的
道德品质，违悖了史家良知。踵陈寿“尊魏”的司马光也是“以私见欺后世”，“其诚之未至也”。这是一
种道德批评的范式。

清代虽有乾隆帝之“陈寿宁称史笔人”之吟，也有《四库全书荟要提要》对陈寿识见的讥讽，但是，
从代表官方意志的《四库全书总目》到学术界诸多著名学者，并未见对陈寿、司马光的品行的谩骂。虽
然，诚如刘咸炘所言，“诸公申雪承祚而多生曲凿”④，但是，他们努力从“时”与“势”来理解并解释陈寿
等人关于三国正统的主张，将前人的三国正统论置于其时的历史图景中加以考察，正是一种历史认识
的思维方式。这样一种批评的转向，实隐蔽着更为深层的思想文化史背景。

宋明儒者以纲常名教为旗帜，以“卫道”自任，以天理来裁断“学问之醇疵、心术人品之邪正、天下

·２１１·

①

②

③

④

钱大昕撰，吴友仁校点：《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第７２４页。

张宗泰：《鲁岩所学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１７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３页。

梁启超：《新史学》，氏著：《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２６３页。

刘咸炘：《〈三国志〉知意·总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编：《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一，上海：第３１５页。



国家之治乱”①，导致强劲的道德主义泛滥。在道德主义的加持下，理学家“自处甚高”“每不肯设身处
地，审时度势，惟好自凭臆见、轻议前人”②，“其病在酷而无所容”③，厉行之极则“以理杀人”。故其论
陈寿等人，无不加以道德谴责。《四库全书总目》说：“《通鉴》帝魏，朱子修《纲目》改帝蜀，讲学家以为
申明大义，上继《春秋》。”其“申明大义”四字，极为凝练地指出了宋明理学家抨击陈寿、司马光等帝魏
者的思想脉落。

清儒以平恕为尚，其学风与宋明之儒迥异。戴震倡言：“情得其平，是为好恶之节，是为依乎天
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④钱穆概言清儒思想说：“他们反对思想上的专尊。或
说人生理论上的独断。”“宋明儒所唱，乃人生之高调；清儒则对人生好唱低调。乃说 ‘与天地参，以天
下为一家，只在此心能宽容。’这样的大口气、大理论，到清儒手里，只是平民化了，做了他们同情弱者
的呼声。”⑤故清儒论史论人论事，多以平恕为立场，“为古人设身处地”，不发道德高论。章学诚与焦
循所言最有代表性。

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文德》篇。“文德”者，著者之德性。章学诚说：“凡为
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
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⑥其所谓“论古必恕”，指批评古
人时要“为古人设身处地”，知其“身之所处”，知其“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不知古人之世，不
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他的断论是：“今则第为文
人，论古必先设身。”⑦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年），焦循之《孟子正义》初刊。在《孟子正义》中，焦循阐发
孟子的“论世知人”之说。指出：“古人各生一时，则其言各有其当。”今人于“去古茫茫之后”，若要“核
事考情而得其所指”，除却“论其世”别无他途。焦循特别指出，孟子之所以提出“论其世”“知其人”之
论，“若预忧后世将秕糠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说以防之”⑧。所谓“秕糠一切，而自以其察言
也”，正是宋明之儒睥视前人的态度。章、焦二氏关于“为古人设身而处地”的论说，充满历史哲学的智
慧，也是清人对三国正统论者持同情理解立场的文化土壤。

清人对陈寿等三国正统归属书写立场的历史解释标志着史学思想、史学认识的深化。道德批评
在中国史学传统中从来占据重要位置。《四库全书总目》称：“千古之是非系于史家之褒贬。”⑨饶宗颐
言：“历史仅为描述，缺乏道德批评，则不成为史学。”�10因此，他对章学诚“论古必恕”之说颇不以为然，
以为“实斋之说，婉而未当”。“史家之尚论史事，贵能据德以衡史，绝不可以徇史以迁德。”�11饶宗颐所
言“据德以衡史”，意甚良美，但问题是“据德以衡史”者，“其人何人乎？贤乎，否乎？其论是乎，非乎？
其为局中者乎，其为局外者乎”�12？其据以“衡史”之道德以何为标准？由于史家之衡史，是一种“事后
认知”，如以其所处时代的道德标准和认知以衡史，必然是“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13。
歌德说：“我们无法从道德立场出发来谱写历史。”�14理查德·埃文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Ｅｖａｎｓ）也认为，历史
学家津津乐道于道德批评会带来两大弊端：“其一，那样做罔顾历史情境；其二，那样做失之傲慢自
负。”为此，他在《第三帝国的到来》的写作中说，“尽量避免使用那些背负着道德、宗教或者伦理包袱的
语言”，而以“理解那段历史”作为宗旨�15。这样一种著述立场昭显了理性历史主义的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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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批评转向历史主义批评，实际上是１８世纪东西方史学思潮的共通趋向。１８世纪以后，历
史主义主宰整个欧洲的文化思想，并在德国历史思想中得到了最为极端的阐述①。它“取代了原先无
历史的（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思考方式，这种无历史的思维将人性，道德和因果视作绝对的，永恒的和普遍的”，
而“新的历史性的思维则将之视为相对的，变化的和特定的”“揭示了价值，信念和行动是如何受到其
历史性的原因和背景决定的，因此脱离特定的时代将某些价值一般化是不可能的，任何对于普遍世界
观、超自然启示、绝对道德法典、自然法或是自然宗教的信仰都来自于企图超越自身时代的徒劳的尝
试”②。而乾嘉时期史学界关于三国正统书写的设身处地的分析，也体现了传统历史主义的精神特
质，即“我们必须留意个人的和时代的背景，事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③。要“看清楚它们各自
不同的相貌”，要“进入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它全部的历史”“要领会它的每一细节”，要“着眼于这个人
的当下环境，就这个环境传递给他一定的主题、技巧和态度”④。毫无疑问，这种东西方史学思潮的共
趋性给史学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论题。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３—１０
作者周积明，湖北大学暨“湖北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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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志 ”，［发布日期不详］／２０２３－０６－０９。此文蒙武汉大学姚彬彬教授推介，特此说明并感谢。

④　约翰·赫尔德著，张晓梅译：《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１２、２、４、４１１页。


